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4 年6 月第 27 卷第 6 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 June 2024, Vol. 27, No. 6

腹腔内化疗在结直肠癌腹膜转移中的应用

叶俊文 胡华斌 罗瑞 王怀明 黄榕康 初丽丽 王辉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普通外科（结直肠外科）   广东省结直肠盆底疾病研究重点实验

室   广州市黄埔区中六生物医学创新研究院   广东省生物医用材料转化与评估工程技

术中心，广州  510655
通信作者：王辉，Email：wang89@mail.sysu.edu.cn

【摘要】　腹膜转移是结直肠癌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且预后差。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核心治疗策

略是以肿瘤细胞减灭术及全身系统化疗为主，腹腔内化疗为辅的综合治疗技术。作为治疗的重要补

充，腹腔内化疗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模式主要有腹腔内热灌注化疗、新辅助腹腔内化疗联合全身

化疗、术后早期腹腔内化疗、术后序贯腹腔内化疗、常温腹腔内化疗及加压气溶胶腹腔内化疗等。目

前需要进一步研究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机制，选择有效的腹腔内化疗药物及用药时机、给药模式，探

索序贯腹腔内化疗的可行性，进行有价值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从而推动腹腔内化疗的规范化开展。本

文将综述腹腔内化疗的起源发展、治疗方式及其在结直肠癌腹膜转移中的应用现状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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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itoneal metastasis is one of the common site of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sis and associated with a poor prognosis. The core strategy for colorectal cancer peritoneal 
metastasis primarily revolves around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pproach with cytoreductive 
surgery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 as the mainstay, supplemented by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reatment,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e main modalities are 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HIPEC), neoadjuvant intraperitoneal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 (NIPS), early postoperative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EPIC), sequential postoperative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SPIC), normo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NIPEC) and pressurized intraperitoneal 
aerosol chemotherapy (PIPAC).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of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selection of effective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gents, determination of optimal timing 
and administration protocols, exploration of the feasibility of sequential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and conduction of valuable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are currently needed.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development and origins of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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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itie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various treatment approaches 

in the context of peritoneal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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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涵盖 15年 27 632例患者的研究显示，腹膜转

移是结直肠癌常见的转移模式之一；约 20%的结直肠癌患

者同时存在转移，其中肝转移占 15.2%（其中孤立性肝转移

占 10.3%），而腹膜转移占 4.7%（其中孤立性腹膜转移占

2.1%），同时存在肝和腹膜转移的占 1.6%［1］。而另一项涵盖

12年 11 124例患者的研究显示，Ⅳ期结肠癌腹膜转移的发

生率为22.3%［2］。

结 直 肠 癌 腹 膜 转 移（colorectal cancer peritoneal 
metastasis，CRCPM）通常起源于腹腔内游离癌细胞（free 
cancer cell，FCC）的微小转移［3］。这些FCC在转移过程中经

历了粘附、降解、迁移、血管生成以及纤维化（导致小肠系膜

挛缩的主要原因）及免疫逃逸等过程［4-5］。CRCPM的病理机

制 决 定 了 其 核 心 治 疗 策 略 是 通 过 肿 瘤 细 胞 减 灭 术

（cytoreductive surgery，CRS）及 全 身 系 统 化 疗（systemic 
chemotherapy，SC）为主，结合腹腔内化疗（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IPC）为辅的整合治疗技术。该治疗策略还

可以结合分子靶向治疗、系统性和区域性免疫增强治疗

以及抗肿瘤免疫治疗等方法。治疗的关键在于强调区域

控制和整体稳定的重要性［3］。对于大多数 CRCPM 的患

者其治疗目标是姑息性治疗而不是治愈，但是能达到可

切除的局限孤立的腹膜转移病灶，可考虑手术治疗［6］。

在国内，对于腹膜转移的诊断和治疗存在着同级别医院

间以及地区间的不平衡现象。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进一

步推广腹膜转移的规范化诊治是必不可少的［7］。目前 IPC
方 案 主 要 有 ：腹 腔 内 热 灌 注 化 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新辅助腹腔内和全身

化疗（neoadjuvant intraperitoneal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 
NIPS）、术 后 早 期 腹 腔 内 化 疗（early postoperative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EPIC）、术后序贯腹腔内化疗

（sequential postoperative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SPIC）
和 常 温 腹 腔 内 化 疗 （normo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NIPEC）及 加 压 气 溶 胶 腹 腔 内 化 疗

（pressurized intraperitoneal aerosol chemotherapy，PIPAC）。

本文将结合文献，重点阐述 IPC的发展起源、治疗方案以及

不同方案在结直肠癌腹膜转移中的应用现状和前景。

一、IPC的发展起源

早在 1743年Christopher Warwick就把“布里斯托水”和

“波尔多红酒”注射到一例女性患者腹腔内治疗难治性腹

水［8］。1952年，Clarke提出了放射性粒子（Au198）治疗肿瘤性

胸水和腹水［9］。后来的方法还有：1955 年 Weisberger 等［10］

采用氮芥；1958年 Payne［11］采用苯并芘；1964年Mckibbin和

Gazet［12］采用次氯酸钠。而 5-FU从 1958年发现之初就是被

用于治疗胃肠道肿瘤引起的腹水［13］。1960 年，血液循环

热疗治疗腹腔肿瘤被报道［14］，至 1980 年，第一套 HIPEC
系统开始应用于临床［15］。1984年，完全植入式腹腔输液港

系统（Port-A-Cath system）被报道用于腹腔灌注化疗［16］。这

些都是医学科学家们在腹腔灌注治疗中早期的探索。

对于可切除的局限性腹膜转移病灶，考虑采用 CRS
结合 HIPEC 的治疗模式［17］；其中位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可达到 46个月，5年OS可达 51%［18］。荟萃分析

也 提 示 ，CRS+HIPEC 可 以 提 高 CRCPM 患 者 的 OS［19］。

CRCPM 的主要评价系统为 Sugarbaker 的腹膜转移癌指数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index，PCI）［20］及腹膜表面疾病严

重 程 度 评 分（peritoneal surface disease severity score，
PSDSS）［21］。研究表明，PCI评分≤20分的患者，若应用CRS+
HIPEC，相对于姑息性化疗和支持治疗的患者，OS 明显提

高［22］。CRS 手术的彻底性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临

床 上 常 用 Sugarbaker 的 细 胞 减 灭 评 分（completeness of 
cytoreduction，CC）来评估减灭程度［23］。

由于腹膜-血浆屏障（peritoneal-plasma barrier）的存在，

与全身化疗相比，IPC 有明显的药代动力学优势，IPC 药物

浓度可以达到同一时间血浆药物浓度的 20~1 000倍［24］。通

过腹膜腔内给予高分子量的、非脂溶性的化疗药物可形成

腹腔内的高剂量浓度，而将全身毒性降到最低［25］。理想的

腹腔化疗药物应有最大的效率，提供最大的区域治疗获益

及最小化的全身毒性，丝裂霉素是现今在CRCPM中最常用

的腹腔化疗药物，此外，奥沙利铂、伊立替康、阿霉素、多西

他赛、雷替曲塞、顺铂及氟尿嘧啶（5-FU）等也是潜在的有

效化疗药物［17，26-27］。2019年，Sugarbaker发表了一篇专家意

见，其中列举了各种药物在 IPC 中的适用范围，见表 1［28］。

近年研究发现，腹膜可以通过诱导 T 淋巴细胞的募集和增

殖产生有效的免疫力，从而使腹腔内免疫疗法在腹膜转移

治疗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常见的免疫治疗方案包括免疫

刺激剂、放射免疫疗法（radioimmunotherapy，RIT）、卡妥单

抗、肿瘤疫苗、嵌合抗原受体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T）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但腹腔内灌注治疗尚需

进一步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去进一步探索［29］。根据挪威

ImmunoPeCa 试验的初步结果显示，MOC31PE 抗毒素治疗

CRCPM 的效果令人满意［30］。另外，一项小鼠 CRCPM 模型

的实验表明，溶瘤病毒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协同效

应［31］。此外，一项使用紫杉醇联合溶瘤病毒腹腔灌注的

试验证实了溶瘤病毒在人体中的安全性［32］。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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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提示，溶瘤病毒在未来作为 IPC 治疗药物的潜力。

此外，当前的类器官培养技术可以利用 CRCPM 患者的腹

膜转移细胞构建体外腹膜转移模型，进行高通量药物试

验，并记录治疗变化，这一新技术在个性化筛选腹腔化疗

药物方面具有应用前景［33］。

CRS 联合 IPC 目前被认为是 CRCPM 的优选治疗方

案［34］；IPC 可以增加腹膜转移治疗的药物剂量强度，其可

以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早期或手术后长期 4 个时期

进行［28］。

二、不同 IPC方案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腹腔内热灌注化疗（HIPEC）
HIPEC 是通过专用机器将化疗溶液加热，并在 CRS

术后进行腹腔内循环灌注给药的治疗方式。腹腔状态可

以是开放式或封闭式，持续时间为 30~120 min，温度为

40℃~43℃［35］；根据情况可在 CRS 术后立即开始，并可在术

后早期重复施行［36］。HIPEC 具有以下优势：（1）热疗具有

直接杀伤效应并可诱导程序性细胞死亡发生；（2）热疗能

协同增强药物的杀伤作用；（3）热疗可增强药物的渗透性，

升高药物在腹腔内的浓度；（4）热疗可增强癌细胞对化疗

药物的敏感性［24，37］。

2003 年一项荷兰开展的关于 CRCPM 治疗的随机对

照研究显示，与单纯全身化疗组相比，接受CRS+HIPEC（丝

裂霉素）的患者具有更长的中位OS（22.3个月比 12.6个月，

P=0.032）［38］。2010 年美国的临床研究比较了接受 CRS+
HIPEC（丝裂霉素）的患者和单纯化疗组的治疗效果，结

果显示，CRS+HIPEC 组的中位 OS 明显优于单纯化疗组

（34.7 个月比 16.8 个月，P<0.001）［39］。类似的研究还包括

PRODIGE 7 研究，该研究显示，在 CRS+HIPEC（奥沙利

铂）组 和 单 纯 CRS 组 之 间 ，OS 和 无 复 发 生 存 时 间

（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没有明显差异（41.7 个月比

41.2个月，P=0.99；13.1个月比11.1个月，P=0.43）。然而，研

究组的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却更高（24.1% 比 13.6%，P=
0.03）。值得注意的是，亚组分析的结果显示，研究组中PCI
评分在 11～15 分之间患者的中位 OS 更好（41.6 个月比

32.9个月，P=0.020 9）［40］。表 2列举了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

CRS+HIPEC 临床研究［41］。综上所述，作为 CRCPM 的治疗

方案之一，CRS+HIPEC的应用必须在满意的CRS效果基础

上进行，并受多个变量的影响。然而，目前可供选择的药物

有限。根据 2022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指南，基于奥沙利铂的HIPEC不被

推荐作为CRCPM患者CRS的补充治疗［42］。此外，有关丝裂

霉素C、顺铂和 5-FU等药物在CRCPM 患者中 IPC 的疗效方

面，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二）新辅助腹腔内和全身化疗（NIPS）
NIPS 是指在进行 CRS 手术之前采用腹腔灌注和静脉

注入两种途径给药的治疗策略，而腹腔灌注通常使用植入

式腹腔型输液港［49］。对于细胞学阳性的晚期胃癌和高度选

择的腹膜转移病例，NIPS 已经显示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它已被证明在减少腹膜种植和增加根治性手术机会方面有

效，但仍需更多的前瞻性研究验证［50］。此外，NIPS 在胰腺

癌和卵巢癌腹膜转移方面也显示出一定的效果，但在

CRCPM方面尚缺乏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术后早期腹腔内化疗（EPIC）
EPIC 最初由 Sugarbaker于 1989年提出，旨在降低胃肠

道癌症患者的疾病复发率，并延长腹膜转移患者的长期生

存率［51］。EPIC 的第 1个时间段是在手术过程中，在完成肠

道吻合之前进行；第 2 个时间段是在完成肠道吻合并闭合

腹部切口后的术后早期阶段，通常在术后 1周内，在腹腔粘

连形成之前，将化疗药物均匀接触到手术创面和内脏表面。

EPIC通常是与CRS+HIPEC联合应用，可以利用埋置在腹腔

内的导管和引流管进行化疗药物的灌注［28］。Sugarbaker最
初的方案是在术后的第 1~5天通过Tenckhoff导管向腹腔内

灌注稀释的 5-FU，旨在腹腔粘连形成前通过腹腔灌注药物

清除肉眼不可见的残留肿瘤病灶［52］。自 2003年以来，在全

球范围内多个中心开始采用 Sugarbaker 推荐的 HIPEC（丝

裂霉素）+EPIC（5-FU）方案来治疗CRCPM患者。其中，结直

肠肿瘤最常用的EPIC方案是将650 mg/m2的 5-FU注入高渗

溶液中，通过腹腔灌注化疗的方式进行治疗［53］。Sugarbaker
和 Chang［54］比较了 3 种不同的 IPC 方案，包括 HIPEC、

HIPEC+EPIC和HIPEC+EPIC+NIPEC，研究结果并未观察到

表1 常见腹腔内化疗药物适用范围［28］

适用情况

适用于HIPEC的1 h或2 h内具有
 细胞毒性作用药物，可在CRS
 术后立即使用

适合反复腹腔灌注的具有细胞
 毒性作用的药物

由于硬化效应，不适合反复IPC的
 药物

药物名称

顺铂

奥沙利铂

丝裂霉素C
阿霉素

吉西他滨

马法兰

多西他赛

5-Fua

紫杉醇 a

脂质体阿霉素（Doxil）
培美曲塞 a

顺铂 a

吉西他滨 a

马法兰

多西他赛 a

氟尿嘧啶脱氧核苷（FUDR）a

丝裂霉素C
阿霉素

马法兰

注：a已知耐受性良好可以反复腹腔内化疗（IPC）的药物；HIPEC
为腹腔热灌注化疗；CRS为细胞减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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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EC+EPIC组在生存方面有显著的获益。Soucisse等［55］对

国际上 13项关于 EPIC治疗下消化道肿瘤的回顾性队列研

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分析，但由于回顾性分析的局限性，这

些研究在发病率和生存率报告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有

5 项研究显示，HIPEC+EPIC 联合治疗在生存方面具有优

势。尽管如此，为了得出明确的结论，仍然需要进行有意义

的前瞻性临床研究。最近进行的美国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ICARuS（NCT01815359）目的在于评估对于原发于阑尾或结

直肠的孤立腹膜转移患者经 CRS+HIPEC（丝裂霉素）治疗

后行EPIC的有效性。该研究将于2023年9月完成。

（四）术后序贯腹腔内化疗/常温腹腔内化疗（SPIC/
NIPEC）

SPIC是指在手术后进行周期性的腹腔内灌注化疗，是

将 EPIC 与 NIPEC 结合起来的治疗方案。这一概念首次由

Cashin 等［56］提出，该研究将患者随机分为 CRS+SPIC+SC 组

（接受术后序贯腹腔内化疗和全身化疗，24例）和 SC组（仅

接受全身化疗，24例），治疗持续 6个月。SPIC化疗使用的

药物是 5-FU，而 SC组使用的是奥沙利铂+5-FU；结果显示，

CRS+SPIC+SC 组的中位 OS 为 25 个月，而 SC 组为 18 个月

（HR=0.51，95%CI：0.27~0.96，P=0.04），两组的 3~4 级不良

事件发生率分别为 42%和 50%。提示，基于 5-FU的 SPIC方

案在 CRCPM 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疗效（P=0.04）。而

NIPEC作为 SPIC的组成部分，定义为常温的腹腔内灌注化

疗，主要通过腹腔型输液港输注药物［49］。Rundback等［57］采

用重复穿刺置管灌注的方法，即在腹腔内放置导管，并在每

次治疗时将导管放置在腹部的不同区域，以便更好地接触

更多的腹膜表面，这种方法与使用固定在单个部位的腹腔

型输液港导管不同。尽管该方法有助于增加接触面积，但

由于需要反复穿刺，增加了胃肠道瘘等并发症的风险。提

示在使用这种重复穿刺置管灌注的方法时，需要更加小心，

并且需要仔细权衡潜在的风险和获益。

Sugarbaker和 Chang［54］的研究比较了 3种不同 IPC 方案

（HIPEC、HIPEC+EPIC 和 HIPEC+EPIC+NIPEC）的疗效，结

果显示，HIPEC+EPIC+NIPEC 组的 5 年 OS 从 44% 增加到

75%。NIPEC作为一种术后长期反复腹腔内灌注化疗药物

方案，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解决术后腹腔粘连导致药物分

布不均的问题。腹部手术特别是胃肠道手术后，腹腔粘连

的发生率高达 70%~100%［58］。Sugarbaker［59］对腹腔封闭情

况下施行的亚甲基蓝染料灌注研究表明，未能染色的解剖

部位在大部分小肠系膜环表面和胃后间隙之间。而腹腔粘

连的发生与腹部创面的大小和放置的异物呈正相关，一般

从术后 72 h腹腔就开始产生粘连［60］。与粘连相关的再入院

风险较高的手术是全结直肠切除术（15.4%）、全结肠切除

（8.8%）和回肠切除术（10.6%）［61］。与上述手术比较，CRS术

创面面积更大更多，所以术后粘连的发生几乎不可避免。

临床对预防腹腔粘连药物进行探索，但非甾体抗炎药、皮质

类固醇、钙通道阻滞剂、抗组胺药、抗生素、纤溶剂（链激酶

和尿激酶）、秋水仙素以及维生素，在人体试验中的结果不

如人意［62］。Chaturvedi 等［63］报道超纯藻酸盐基抗粘连屏障

凝胶降低了大鼠模型盲肠磨损和腹膜侧壁切除术后粘连形

成的发生率。Fredriksson等［64］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在

大鼠模型中使用咔唑活化聚乙烯醇浸渍缝合线与减少腹膜

粘连相关（P=0.04），但腹腔内灌注咔唑活化聚乙烯醇没有

效果。目前研究最多的产品为透明质酸/羧甲基纤维素膜，

其能减少粘连的发生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但暂无预防肠梗

阻的有力证据［65］。Gao 等［66］研究显示，能控制药物释放的

新型药敏水凝胶具有预防术后腹膜粘连的作用。目前只有

解决了 CRS 术后腹腔粘连的问题，才能使基于 NIPEC 的

SPIC发挥最大的作用。

（五）加压气溶胶腹腔内化疗（PIPAC）
PIPAC 是一项新的腹腔内灌注化疗技术，最早于

2011年由 Solass等［67］引入临床应用。该技术利用腹腔镜引

表2 近年较具代表性的肿瘤细胞减灭术（CRS）+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临床研究

试验名称

Verwaal［38，43］

PRODIGE 7［40］

PROPHYLOCHIP［44］

CAIRO-6［45］

COLOPEC［46-47］

COBOX［48］

国家

荷兰

法国

法国

荷兰

荷兰

比利时

研究方案

CRS+HIPEC+全身化疗（54例） 比全身化疗（51例）

CRS+高剂量奥沙利铂HIPEC （133例）比CRS（132例）

二次手术+HIPEC（75例）比监察 （75例）

围手术期全身性系统化疗（pSC）+ CRS+HIPEC（37例）比 CRS+ HIPEC（42例）

辅助性HIPEC+全身化疗（102例） 比全身化疗（102例）

HIPEC（基于体表面积）+CRS （15例）比HIPEC（基于浓度） +CRS（16例）

有效性

中位疾病特异生存期22.2个月 比12.6个月（P=0.028）

中位生存期41.7个月比41.2个月； HR=1.00，95%CI：0.63~1.58 （P=0.99）
3年无病生存期44%比53%； HR=0.97，95%CI：0.61~1.56
89% 比 86% 完成 CRS；38% 对新辅助治疗有病理反应

18个月腹膜无病生存期80.9% 比76.2%（P=0.28）
基于浓度HIPEC组在肿瘤病 灶内有更高的药物浓度

不良事件

4例手术相关死亡；常见的3~4级不良事件： 白细胞减少（17%）、胃肠道漏（15%）和 出血（14%）

3级以上不良事件：42%比32%，<术后30 d （P=0.083）；26%比15%，术后30~60 d （P=0.035）
二次手术+HIPEC的3~4级不良事件为 41%
3~4级不良事件：22%比33%（RR：0.65， 95%CI：0.31~1.37，P=0.25）
3~5级不良事件：95%比46%（术后30 d 内）

3~4级不良事件：100%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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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的双套管针技术，在建立腹腔通道后，通过高压注射器

和特定程序的雾化器，将药物以气溶胶形式灌注到腹腔内，

此前需将腹腔内压力维持在 12 mmHg（1 mmHg=0.133 kPa）
的二氧化碳环境下。药物雾化后，经过约 30 min的浸润作

用后，将气雾排出。PIPAC 的特点是通过增加压力来提高

化疗药物的吸收，药物的雾化和喷射可使其在腹膜表面均

匀覆盖。通常只需使用化疗剂量的 10%~20%，因此，对于

需要控制不良反应的患者更为耐受。PIPAC主要用于治疗

无法手术切除的腹膜癌患者，其优点包括药物分布均匀、渗

透性好、安全性高以及可重复应用等。通常与全身化疗联

合应用［68］。常用药物有奥沙利铂、顺铂以及阿霉素等，其中

奥沙利铂主要用于 CRCPM 的治疗［69］。Alyami 等［68］系统评

价分析了 45 项研究、共计 838 例患者的 1 810 次 PIPAC 治

疗；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评价系统中，50%~88%的晚期

腹膜转移患者获得了良好的疗效。提示，PIPAC 是一种可

行、安全且具有良好耐受性的治疗方案。然而，目前在

CRCPM的 PIPAC治疗方面的经验相对有限，缺乏相关的随

机对照试验。Demtröder 等［70］的回顾性研究纳入了 17 例

CRCPM 患者（48 次 PIPAC 治疗），结果显示，初次接受

PIPAC治疗的中位OS为15.7个月，客观缓解率为71%~86%，

共 23例患者出现了 3级不良事件，未发生 4级不良事件；此

外，重复进行 PIPAC 治疗，未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目前，PIPAC 可以被认为是晚期孤立性难治性腹膜疾病的

安全且有前景的治疗方案，但暂时还缺乏Ⅲ期临床试验数

据。基于 IDEAL框架［71］建立的研究，如预防性、新辅助性或辅

助性治疗策略等正在进行。另外，静电沉积PIPAC［72］及加温

PIPAC［73］的早期研究也在进行当中。

此外，腹腔内灌注化疗对于不可切除的 CRCPM 患者，

尚缺乏相关的Ⅱ、Ⅲ期临床研究结果，暂没有足够的临床证

据支持［74］。

三、小结

在 CRCPM 的综合治疗中，IPC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然而，目前一系列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1）腹膜转移

的分子机制、肿瘤微环境和腹膜生态系统；（2）更有效的腹

腔内化疗药物以及适宜药物的浓度；（3）通过多学科讨论模

式优化 IPC在术前、术中、术后早期或术后长期这 4个阶段

的应用选择；（4）预防和控制腹腔粘连，确保药物均匀分布

于腹膜腔，以实现腹腔内的反复给药，为 SPIC 的顺利实施

创造条件；（5）如何选择和联合应用 HIPEC、NIPEC 和

PIPAC 等不同方案，达到最佳疗效。期待有关以上问题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深入开展，为 IPC 的规范化临床应

用奠定基础。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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